比较《史记》和《汉书》中关于刘邦记录的比较

（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唐鹏）
《史记》和《汉书》为二十四史的前两部，它们对后来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若相比两书中关于刘邦的记录则主要比较《史记》中的《高祖本纪》和《汉书》中的《高祖纪》。为此作者查阅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对材料仔细辨别和史学分析，分别从体例编纂、篇幅安排、称谓态度、论赞思想等方面作出比较其异同。学生才疏学浅，望老师多多指教。

体例编纂

《高祖纪》延续了《高祖本纪》的纪传体史学体例，但是从“本纪”到“纪”乃是在思想上的深刻转变，它进一步确立了本纪的正统地位。班固从正统论出发，规定只有正统帝王才能列入本纪中，依次例将项羽及做了15年皇帝的王莽归入列传，而将毫无业绩的惠帝立于本纪中。“本纪”是由司马迁开创的一种纪传体例，是用来纪传天子或权势功绩比于天下的文体。在《史记》中，“本纪”并不是只记天子的，项羽、吕后皆不是天子，而司马迁却以“本纪”传之。《汉书》中所有君王传纪都只单取了一个“纪”字。颜师古说：“纪，理也，统理众事而系之于年月者也。”诚如颜说的话，比“本纪”是要少很多内涵的。虽则并不防碍理解，但“纪”比起“本纪”二字来，似乎仍有一些缺憾。

篇幅安排

显然《汉书》比《史记》更想突出刘邦的历史地位和重要性，用了上下两卷的篇幅，这是《汉书》中其他帝王都没有的待遇。虽然《汉书》中的某些“表”、“志”也采用了上下两卷的篇幅，但由于与《高祖纪》所记的内容大异趣旨，故不能相提并论。而《史记》中并没有给刘邦这样的特殊待遇，同所有的传文一样，都是一卷记之。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史记》属于通史，作者是站在亘古自今的整个历史的高度来考查历史人物，虽然对这些人物也充满了鲜明的爱憎感情，但司马迁还是以客观公平的态度来记述他们，不因其爱憎好恶而擅作添减。而《汉书》是一部断代史，班固的眼光主要专注于汉代以降的历史，较于司马迁无疑是狭窄的。由于刘邦开汉一代基业，这一功绩远非其后世子孙能及，所以班固以上下两篇的篇幅记述他，突出其后无来者的历史地位。

三、称谓态度
 在《史记》中，《高祖本纪第八》开篇第一句话是“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直接写出了刘邦的姓名及字，并在下文多处称其为刘季。《汉书》是官修史书，因而在文中并未明写其字为“季”，下文借以沛公、高祖称刘邦，即使是刘邦为泗水亭长长欠酒钱时，依然对其尊称，因为这是官修史，绝对是要避讳的。例如，在写到沛令召逃亡在外的人时，写到刘邦的人马，《史记》中写为“刘季之众已数十百人矣”，《汉书》中则为“高祖之众已数十百人矣”。在称呼上，班固对刘邦一直是尊称，语气也是如此，司马迁则是将刘季、沛公、高祖三个称呼根据不同时期给予不同的用法。

论赞思想

《高祖本纪》的最后，太史公的论赞由夏、商、周政之长短病敝始，提出了自己“三王之道苦循环，终而宴始”的历史观点，进而找到了汉之所以灭秦而兴的原因，亦即秦政不改周之文敝，“反酷刑法”，而汉能承敝易变，废苛法，与民休养生息。这是一种进步的历史唯物的观点，司马迁是深谙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依照这一规律来看待国家的兴亡更替的。而《汉书》中，班固先是不厌其烦地追证刘氏的谱系封国，得出“汉帝本系，出自唐尧，降及于周，在秦作刘。涉魏而东，遂为丰公。丰公，盖太上皇父这样无关宏旨”的谱系结论。进而又推论“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的荒诞结论，为刘汉王朝的合法性涂抹了一层神秘神彩，体现了班固落后的唯心史观，他还困溺于邹衍的阴阳五行中而未能跳脱出来。而从两个论赞和表现的结论看，司马迁与班固两位的史德、史笔先可不论，而作为伟大史家最重要的“史识”已分高下，趴在大汉遗尘里诚惶诚恐的班固与历史时空中自由穿梭的司马迁的距离，决不仅仅是一二百年。

小结：《高祖本纪》和《高祖纪》在以上各方面各有优劣，司马迁在《高祖本纪》中从史学和文学的角度来叙述历史，更多增加了个人情感和文学艺术，带有一定的个人因素。班固在《汉书》中承接纪传体体例，运用更加客观写实的手法记载历史，其中也在文字篇幅和思想情感上倾向刘汉正统王朝。这与作者个人因素和社会背景有关，但是不论其异同，它们都在传统史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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